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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
———来自黔东南 Ｗ侗寨的田野考察

高 雪 莲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Ｗ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

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

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Ｗ

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

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

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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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离都市尘嚣的大山深处，有一群朴实无华、

默默无闻的侗寨人，他们正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洪

流并存的变迁之中。如今，他们世代生息的村寨，有

政府强大的基建投入，有幸福指数颇高的田野牧歌，

有干劲十足的返乡创业带头人，也有深度贫困的低

保人口。黔东南的 Ｗ 村就是这些乡村中的一个普

通侗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村寨中总有相当一部

分人，不计成本地“自我剥削”，在土地上不遗余力地

投入体力劳动，为实现家庭财富的积累和家庭伦理

价值的延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表现出一种类似

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的“勤劳经济”态度。在外

人看来，他们正如费孝通所说：“他们（农民）受了一

辈子生活之苦，却没有享到半点尘世之福。”［１］然而，

他们却对土地和农业充满感情，对劳动饱含激情，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活中充满“奔头”［２］。正是这样

一个群体，构成了村寨振兴的中坚力量，他们充分将

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有机契合，依据当地农业

节气规划生产、安排生活，呈现出生计结构的多元化

样态。在闲暇生活中，他们与某些北方农村少闲暇、

低娱乐［３］的农民不同，而是延续了“饭养身，歌养

心”［４］的侗寨社会传统，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活

智慧。本文将主要探讨 Ｗ 侗寨的经济生活安排，文

化生活将在他文中讨论。Ｗ 侗寨人的生计结构与

其年龄特征有何内在关联，他们不辞辛劳的经济态

度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又是怎样的生活逻辑和内在

精神文化力量维系着村寨发展的，是本文将要探讨

的话题。文中资料收集的方式主要为深度访谈和参

与式观察。

一、Ｗ侗寨的“前世今生”掠影

传说，在五百多年前，有一支侗族部落为躲避纷

争来到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他们到来时天色将

晚，见此处溪流潺潺、竹影婆娑，十分宜居，便决定安



顿下来，并将这块山明水秀的宝地命名为“Ｗ 侗

寨”。自此，他们的子孙后代便在 Ｗ 侗寨耕作纺织，

繁衍生息。位于黔东南榕江县北部的 Ｗ 侗寨，掩映

于苍翠的群山之中，风光秀美，绿树阴翳。木质的小

楼依山势而建，外观精美，轻盈俊秀。寨边梯田层

叠，寨脚溪水清澈，寨头古树参天。Ｗ 侗寨人痴迷

于歌唱，且以琵琶歌为最。他们自弹自唱，乐在其

中，以歌为乐，以歌为荣。琵琶歌婉转悠扬，抒情悦

耳，撼人心魄，闻之忘俗，Ｗ 侗寨因此被世人誉为

“侗族琵琶歌的故乡”［５］。

Ｗ 侗寨共由３个寨子组成，分６个村民小组，

截止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总人口１　３３１人，３１３户，均为侗

族。Ｗ 侗寨幅员面积１１．５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１　４６３．４亩，林地面积１６　７９９亩。２００６年底，因一个

７岁顽童玩火引发了村寨的一场灾难，有２００多户

的木质房屋付之一炬，损失惨重。上级政府为 Ｗ 侗

寨提供了赈灾物资和临时救济帐篷，村民们在废墟

上重建家园，也有一些人因此负债。如今，村寨中多

家房屋都为那时新建，掩映在青山碧水间的木楼，错

落有致，相映成趣。木楼在朝阳的映射下熠熠生辉，

犹如古代的皇族宫殿，气势非凡。清晨的村寨，雾霭

缭绕，宛如仙境，恰似一处柳暗花明的“世外桃源”。

截止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全村还有２３户未脱贫。Ｗ

侗寨均已用上了安全自来水，道路实现了硬化，正在

实施户外电改和农户室内消防电改。当地民风淳

朴，村民勤劳善良，待人热情友好，邻里和谐，互帮互

助。Ｗ 侗寨的农户以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为

主，家庭规模较小，２个小孩家庭居多。Ｗ 侗寨具有

传统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每户平均４～５亩耕地，

种植的农作物以粳稻、油菜、罗汉果、油茶、金钩藤为

主，有少数农户养殖香鸡、香羊和生猪。由于青壮年

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为避免土地撂荒，寨民便将家

里的地免费流转给亲戚帮忙耕种。全村主要收入来

源以外出进厂从事制造业（主要到浙江和广东）和季

节性外出砍甘蔗（到广东湛江）为主。根据调研数据

可知，全村７８２名劳动力中有６０２人外出务工。

村寨的妇女心灵手巧，不仅能歌善舞，且擅长刺

绣、挑花。她们常常聚在村头广场小卖店门口一起

刺绣编织，多为女儿准备“吃新节”（侗族传统节日）

盛装。刺绣工序繁琐，极其耗时，复杂些的盛装要绣

近３年，简单的也要绣上一年，成品盛装价格可达上

万元，也有小贩上门收购手工绣品。刺绣的图案有

花鸟鱼虫以及飞禽走兽，常绣于衣服的胸襟、领口、

袖口、腰带等部位作为装饰。刺绣的图案形象生动，

色彩绚丽，充满民族风情，有很高的工艺价值。

二、“家庭本位”为基础的
经济生活安排

　　在 Ｗ 侗寨，劳动力群体按照社会流动情况大致

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始终留在村中“离土不离

乡”的人，例如木匠、歌师、村医、村干部、乡村农业经

营能人以及因某种原因出不去的人；另一类是往返

于村寨与外界之间，但最终会落叶归根的人。第一

类人多为乡村的“核心力量”，在数量上仅占少部分，

他们多拥有一技之长，不必外出打工，便可过着相对

体面的生活。后一类人的生计结构是“半工半耕”模

式，在数量上约占村庄劳动力的７８％，其生命轨迹

的轮廓，可依据不同年龄段大致描绘出来（如图１所

示）。无论哪类人，他们的生计选择都是紧紧围绕着

“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而展开的。在现有的资源禀

赋之下，如何将日子过得更好［６］，为家庭生活积累财

富，在不同年龄段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是农民安排

经济生活的主要依据。

在 Ｗ 侗寨，从走出校门到结婚之前的年轻劳动

力，无论男女，大多选择到广东、浙江打工。广东制

造业工厂居多，按他们的说法：“因为广东工厂里年

轻人多，好找对象嘛！”“不想和长辈们去湛江砍甘

蔗，因为在外打工更体面。”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经济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积累社会经验、赚钱养活自己、找

到适合的结婚对象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外出务

工，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独立，能够为父母分忧，也

是一场宣布自立的“成人礼”。从结婚后到４０岁左

右，夫妻二人在广东、浙江等地打工，孩子带在身边

或留给家里老人照顾。期间或因为孩子回老家上

学，妻子回乡陪读，丈夫在外打工。４０～６０岁左右，

父母慢慢衰老，家中不能常年无人照看。此时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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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夫妻逐渐返乡，一年中大半时间（清明节至霜

降前后）耕种自家和亲朋流转的土地，有时在附近打

零工。待霜降前后种完油菜之后，夫妻二人或丈夫

一人作为季节性农业工人到广东湛江砍甘蔗，直到

第二年清明前返乡，这部分农民是村寨的“中坚力

量”。６０岁以上农民，丈夫主要在家务农，农闲时在

周边做些零工，妻子在家刺绣并帮子女照看孙辈。

图１　“家庭本位”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安排

　　２０１９年８月份在 Ｗ 侗寨调研期间，笔者意外

地见到了很多返乡的年轻人。之所以说“意外”，是

因为当时并非侗族的传统节庆日。问其缘由，方知

寨子里一家老人刚过世，他们是回乡奔丧的。为了

维系村寨的社会认同，集体返乡奔丧的情况在汉民

族聚居村并不多见。村干部和几位村民道出了其中

原委：“寨子里只要有老人家过世，不管多远，只要没

有特殊的事，都要回来的。别人的事你不去帮忙，你

的事谁来帮忙？别人的老人去世你不去抬（寨子实

行土葬，抬棺材上山），你的老人去世了哪个来抬？

这句话适用于乡村里任何一件事，也是大家最接受、

最权威的一句话。在城市里，人们可以用钱来做事。

但在寨子里，即使你有钱，也没有人来帮忙，那是村

民最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你的为人处世差造成的。

每个村都会有那么几个例子，起房子没人去帮忙，老

人家去世没人去抬。那不单单是丢脸的事，那说明

你和别人不是一类人，要被排斥和孤立的。如何维

系这些关系，在侗寨是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缺少宗教信仰的传统，但

中国人通过维系家庭伦理的行为填补了它”［７］。可

见，“家庭本位”的行为选择在这里承担了宗教信仰

的某些功能。贺雪峰认为，农民的生活价值是由基

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以及社会性价值构成的一套

完整的价值系统［８］。其中，本体性价值集中表现在

农民的经济生活和家庭再生产中，而社会性价值则反

映了农民对自身和家庭的社会认同以及人情关系的

维系。在 Ｗ侗寨，只要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需要回

老家读书，母亲大多会选择返乡陪读。同时，父亲也

不会长时间独自在外打工，一旦村寨附近有合适的就

业机会，就会选择返乡与家人团聚。同样，如果家中

父母身体抱恙，在外务工的儿子儿媳就会至少有一人

回家照看。总之，无论是“离土不离乡”抑或以代际分

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无论是选择外出

务工还是回乡务农，抑或红白喜事时的返乡行为，都

体现了人们“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这些行为均以有

益于促进家庭的经济生活、社会再生产和村寨社会认

同为宗旨。正因为家庭伦理本位的存在，使得农民的

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合二为一，相辅相成。

三、Ｗ侗寨多元化的小农生计结构

在 Ｗ 侗寨，如果说“外出务工”是４０岁以下年

轻寨民的主要谋生手段，那么多元化生计结构则是

“留守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选择，尤其是村寨里作

为农民“中坚力量”的４０～６０岁农民。在家庭生产

经营方面，除了传统的作物种植、稻田养鱼等，寨民

们又增加了新的经营项目，例如异地务农（赴广东湛

江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等。Ｗ 侗寨的农民充

分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

时间和生计来源相结合，以获得家庭收入的最大化。

由于 Ｗ 侗寨海拔７３０米，相对较高，只能种一季稻。

３０多年前，村寨中的纯农户只能依据轮作方式在当

地的生态圈内抢农时，以获取最大田间收益。如今，

他们除了依据当地的生产节气安排农业经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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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基于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９］，在冬

季的农闲季节，跨区域寻找生计来源，成为季节性农

业工人。当地农民多元化的生计结构安排如图２所

示。广东和海南等地的甘蔗产业为他们带来新的再

就业机会，即便５０多岁的农民也有外出砍甘蔗的机

会。在农闲时，他们也要见缝插针，在村寨附近打零

工。今年４８岁的农民Ｄ就是这样一位精打细算的

农业生产经营者。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女儿和儿子在浙

江打工，儿子读到大学毕业，都还没结婚，

他们想自由嘛！我们两口每年１１月份到

湛江砍甘蔗，干４个月，清明节前回来，两

个人能挣４万多元。寨子里有１００人左右

在那边，小的３０多岁，老的快６０。春节就

在那边过年了，已经干了快１０年了。过去

前都是跟老板谈好，砍１吨多少钱，按计件

算工钱。刚开始砍１吨２８元，后来涨到

４８元、６８元，现在涨到１４０～１５０元左右。

早上６点出去，晚上６点回来，中午离得近

就回住处吃饭，离得远就在工地吃。老板

给租房，提供煤气罐还有三轮车，很方便。

花不了什么钱，４个月下来一个人平均６００

元伙食费。机器砍得快，但浪费也多，不如

人工。第二年之后的甘蔗，机器就砍不了

了……不辛苦，习惯了。成人不自在，自在

不成人嘛！”

近１０年来，每到１１月份，Ｄ夫妻二人都会加入

赴湛江砍甘蔗的队伍。由于在湛江消费少，积累多，

他们不仅盖了新房，还为子女未来的婚事积蓄了储

备金。据村干部介绍，最初是邻村人先到广东、海南

等地砍甘蔗，后来信息传到 Ｗ 侗寨，很多寨民纷纷

加入，逐渐形式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季节性农业工人

大军。在 Ｗ 侗寨，每年约有１００人外出砍甘蔗，“异

地务农”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村寨传统。下述访谈

内容是Ｄ夫妇从湛江返乡后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

“清明节前肯定要赶回来的，要赶农时

种稻谷。清明节糖厂那边也停止收购了。

回来后给水稻育秧，买耕牛，等耕完地七、

八月份再卖掉，可能还能赚点钱。芒种时

插秧。在家这段时间还可以割松油，放松

茯苓，湖南那边老板来收。都是租的松树，

有２００多根。松油和松茯苓能挣３～４万

元。不过松油只能割七、八年，之后只能砍

掉做木材了。水稻一共种了５亩，亲戚出

去打工帮着他们种４亩，自己家只有１亩

（当地的“１亩”地，不是平常意义上的１

亩，约相当于６分地），差不多能收１万多

元。房前屋后种了一点儿菜，有到村里来

卖菜的，想吃就买一些，很方便的。一年下

来，收入还可以的，只要身体好，人勤快，就

不会受穷。反正那些在外面打十几年工

的，最后也没剩下什么。我们对现在的生

活还挺满意的。”

图２　Ｗ侗寨“中坚”农民一年内主要农业劳作时间轴

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作物生长时间一

般长于农民的劳动时间。所以，如果就种植单一作

物来看，农民不会像工人那样需要不间断地劳作。

正因为有了农闲时间，农业生产比工业生产有更大

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农民可以充分运用生产智慧运

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和生

计来源有机结合。从这一点说，农业生产更适合于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而非简单机械的工业化

资本经营［１０］。例如，Ｗ 侗寨的农民充分利用农闲的

漫长冬季，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跨区域赴湛江砍

甘蔗之前，农民会在地里撒上油菜种子，待隔年清明

前回乡后收获。松茯苓也是同样的生产设计，农民

在头年５～６月份放菌种，待隔年正月时收第一批。

因为此时农民在外地砍甘蔗，会安排留村的亲朋帮

忙。鉴于第一批松茯苓产量很有限，所以影响不大。

等他们清明节前回乡之后，６～７月第二批松茯苓大

量产出，在他们再次外出（霜降左右）前的１０月收获

第三批松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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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经济行为选择的理论探讨

（一）家庭收益与伦理责任的双重理性

在社会学领域，学者常用两种对立的观点对小

农经济行为进行解释，即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

形式主义“理性小农”和以恰亚诺夫、斯科特为代表

的实体主义“道义经济”。“理性小农”观点认为，作

为“经济主体”的小农，其本质上是逐利性的，这一点

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别无二致。小农能够依据市场变

化，权衡利弊，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而做出最

佳选择［１１］。恰亚诺夫则认为，不能用资本主义理论

解释传统农业的小农经济行为，小农生产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波

拉尼继承了恰亚诺夫的主张，并颇有洞见地指出：

“小农的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小农生

产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维护其现有

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以及社会资本。”［１２］在“水深

齐颈”的经济窘境之中，小农经济行为需要最大限度

地“避免风险”，“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１３］是超越文

化的，这也是由小农生活的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与

传统文化或者宗教信念不甚相关，当然，也不一定关

涉真正的道德伦理［１４］。黄宗智认为小农经济行为

有着多侧面、立体化的特点，需要综合运用实体主

义、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来理解和分

析。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农业处于“过密化”的

经济困境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属于“没有发展的

增长”［１５］。韦伯将农民的经济行为描述为“不追求

利益的最大化，只求代价最小化”的非理性特征。

从农民生命历程的纵向维度来看，Ｗ 侗寨除了

少部分“离土不离乡”的在地村民，大多数村民在不

同年龄段选择了多元化的生计模式。从“离土离乡”

到“半工半耕”，从“返乡归田”到“季节性农业工人”，

都是以寨民“家庭本位”为基础的生活安排逻辑。笔

者认为，Ｗ 侗寨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并非纯粹意义

上的理性行为，而是基于“家庭本位”伦理责任的资

源配置选择，进而决定了农民多元化的生计结构安

排。这种多元化，既包括农民在纵向年龄维度上的

多样化选择构成，也包括横向维度上某一时段的多

样化生计结构。虽然 Ｗ 侗寨的农民已经摆脱了“水

深齐颈”的经济困境，但因为家庭责任的存在，村民

愿意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忍受辛苦，充分运用一切

资源发展生产。农民的行为看似非理性，但是站在

农民的角度，考虑到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其实这

也是理性的表现。因此，“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这两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 Ｗ 侗寨农民的经济行为

（如图３所示）。

图３　侗寨家庭收益与伦理责任的双重理性

“目的理性”凸显了 Ｗ 侗寨农民通过家庭成员

的不断努力和辛勤劳作，选择有效手段，最大化利用

家庭资源，使所有资源（包括劳动力）能够充分发挥

作用，达到家庭经济收入的最大化。从家庭人口结

构来看，主要通过年轻人外出打工、中老年长辈利用

多元化家计模式加以实现。“目的理性”呈现了农民

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计投入地劳作辛苦，只考

虑收益和产出。“价值理性”则体现了 Ｗ 侗寨农民

经济行为是平时尽量多积累、少消费，在家庭的“大

事”（如盖房子、儿子结婚、老人过世）中能够消费得

起，不至于陷入“没面子”的难堪地步。家人不辞辛

苦地劳作，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理性”目标就是希

望能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延续家庭的代际再生产。

同时，也包括维系代际伦理、家庭养老责任、村寨社

会认同等社会文化体系。“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

构成了小农家庭生产经营决策和经济行为选择的双

重理性。下面分别运用两种理性对 Ｗ 侗寨的家庭

经济行为进行解读。

（二）“目的理性”与“勤劳经济”

“勤劳”是 Ｗ 侗寨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尤其对作

为村寨“中坚力量”的中年人来说，“勤劳”就意味着

能够在原有的生活基础上把“日子过得更好”［１６］。

西方人无法理解，在劳动边际报酬不断递减的情况

下，中国农民为何仍然拼命地在田地里挥洒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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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这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特征。但对

于不计较劳动投入，只期望积累家庭财富的 Ｗ 侗寨

人来说，这正是他们的“目的理性”。列宁曾经说过：

“小农生产的坚韧，不在于其技术的先进和合理，而

在于小农比农业雇工更勤劳、更拼命。此外，与农业

雇工相比，小农还有着更低的需求和消费水平。”［１７］

也正因为小农的“勤劳”和“低需求”，恰亚诺夫将小

农经济的生存逻辑描述成“自我剥削”，甚至“亏本经

营”，这是一种通过增加辛苦、减少消费换取家庭财

富积累的能力［１８］。从这一点上来看，在不适合大规

模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山区，“勤劳经济”是小农能

够长期存续并且持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自古以来，勤劳俭朴、吃苦耐劳就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尤其在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的少数民族山

区，更是把“勤劳”这项优良品质发挥到了极致。Ｗ

侗寨人有“天不黑不烧饭”的说法，每天十几个小时

高强度的农业劳作，中午不吃饭或者只带些干粮，太

阳落山后才回家做饭。侗歌中有“勤富懒贫”“勤人

做不死，懒人坐不肥”等谚语。但是，Ｗ 侗寨人的

“勤劳”不是低水平、无效率的“拙勤”，而是充分运用

“农时”和“时间运筹学”的“巧勤”。他们在田间地头

“精耕细作”，在劳作时间上“精心安排”，在日常生活

中“精打细算”，将土地、自然、人、农时的关系处理得

恰到好处，充分呈现了其“业精于勤”的生活品性。

这是一种“以辛勤劳作替代资本投入”的农业，与资

本下乡农业中“以资本替代劳动”有所不同。这是一

种超越经济理性的经济行为，持有勤劳经济态度的

Ｗ 侗寨人相信吃苦耐劳能够创造财富。同时，他们

多年积累下来的农业生产智慧，让付出的“勤劳”更

有价值，更有质量。

（三）“价值理性”与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

任何生活逻辑和社会行为的背后，都有一套可

循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而家庭经济行为选择，是

镶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支撑 Ｗ

侗寨人不辞辛苦地投入劳作的“价值理性”，正是基

于他们深沉的家庭伦理责任和对社会关系的维系。

正如释然所言：“农民经济理性实现的基础，不是经

济理性本身，而是其立足的社会文化，是一种文化意

义上的等意交换，进一步说，是伦理层面的等意交

换。”［１９］家庭伦理责任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共识，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内生性和强制性的道德约

束［２０］。基于对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强烈需求，Ｗ 侗

寨人有着很明显的生育偏好。“没有儿子的人生是

失败的，走在路上都觉得抬不起头。”在这一点上，

Ｗ 侗寨人和大多数中国传统家庭是一样的。只有

将儿女抚养成人，给儿子盖了新房并娶妻生子，完成

家族血脉的延续，人生才算完满，这是人们对家庭生

活理想模式的追求。

如果说代际责任的履行，是家庭基于内部结构

性压力做出的本体性价值选择，那么，村寨社会关系

的维系，则是基于家庭在村寨中的结构性位置做出

的社会性价值选择。无论是家庭责任的承担还是村

寨人情的往来，这些社会行为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

家庭经济条件作为支撑，意味着他们必须多积累、多

投入、勤快能干，才能在村寨社会舆论中获得积极评

价。Ｗ 侗寨人秉持的多元化生计结构，使他们一年

四季都保持着一种忙碌而操劳的生活状态。但不管

他们从事何种生产活动，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终

极目标，那就是家庭生活的幸福和拥有良好的家庭

声誉。

如前所述，家庭多元化的生计结构是基于寨民

现有资源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家庭经济行为也受

到村寨社会结构的影响，体现了家庭经济行为的社

会嵌入性。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好好过日子呗！让

人家觉得你们是正经过日子人家”。在村寨的“吃新

节”“八月八”等传统节日或者红白喜事时，村民只要

没有极特殊的事情都会不远千里返乡参与。在外打

工多年，除了极少数人能留在城市，大部分村民最终

都将重归故土。基于地缘与血缘的村寨仪式，是维

系村寨社会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承载着村寨人共同

的集体记忆。参与寨子的集体仪式是寨民们维系村

庄人际关系和社会认同的基本方式，也是寨民们“价

值理性”的体现，打工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家乡的

归属感和意义感。在村寨社会结构中，这种人情往

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道德意涵，进而对寨民的经

济行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吴飞将其定义为熟人社

会中的权力游戏［１６］。家庭经济行为嵌入村寨社会

结构之中，家庭成员在村寨交往中获得社会认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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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获得了村寨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五、小结与余思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Ｗ 侗寨

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

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

体表现为水稻种植、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

松茯苓、油菜种植等。关于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具

有“理性”的讨论从未停止。舒尔茨的“理性小农”以

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为基础对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行

了讨论，而“道义经济”更适合解释处于生存危机边

缘困境中农民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讲，二者都是

在形式主义背景下展开的论争，只不过适应的条件

不同。两种主张强调的都是小农的“理性”，一个是

“经济理性”，一个是“生存理性”，“小农理性”与利润

最大化之间也并非绝对矛盾。“道义经济”的目的是

减少风险、利于生存，没有从社会文化因素去分析农

民的行为，本质上仍然是形式论。“道义”具有“形式

主义”的经济学特征，而非“经济学”具有“道义”之特

性［２１］。可见，这两种解释框架都无法诠释中国农村

家庭经济行为。黄宗智的“过密化／内卷化”农业虽

然充满对小农处境的深切同情，但“过密化”是囿于

客观条件所致，也属于形式论层面的解读。目前，我

国农民的经济行为正处在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

性”转变之中，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发展的、动态的且

长期的［２２］。

笔者认为，农民很多行为看似非理性，但考虑到

“家庭本位”为基础的伦理规范、村寨舆论、心理认同

等因素，其实也是农民理性的表现。Ｗ 侗寨人充分

运用生产智慧来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

农业生产时间和生计结构、生计来源有机契合。因

此，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

态度，在家庭生计压力下不断进行劳动和投入，并竭

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

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

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价值理

性”是为了解决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压力和维系“家”

在村寨中的形象和口碑。无论是“目的理性”还是

“价值理性”都是以“家庭本位”为基础做出的选择，

影响着家庭内部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方式。除了

家庭伦理责任，村寨作为人们生活的意义共同体，所

沉淀下来的文化元素和价值理念同样吸引着在外漂

泊的打工族落叶归根。此外，中壮年返乡后成为跨

区域“砍甘蔗”季节性工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花

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赚的钱都可以存下来。年轻

人在外打工虽然相对“体面”，但基本所剩无几。这

样，“异地务农”砍甘蔗和种水稻、种松茯苓等获得的

农业收入，就构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如

何让农业生产更有利可图，让农业经营者能够分享

流通领域和农业服务体系把控的高额利润，仍然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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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民族文化学刊，２０１７（２）：１１８－１２４．

［６］　陈辉．“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陕西关中

Ｚ村的考察［Ｊ］．民俗研究，２０１１（４）：２６０－２７０．

［７］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７９．

［８］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

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Ｊ］．开放时代，２００８（３）：

５１－５８．

［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ｒｏｌａ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３５－４６．

［１０］　Ｅｄｕａｒ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Ｍ］．Ｓｅｃ－

ｏ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２２：４９．

［１１］　Ｓａｍｕｅｌ　Ｌ　Ｐｏｐｋｉｎ．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ｓａｎ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Ｍ］．Ｃａｌｉ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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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８２．

［１２］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Ｋ．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９４：９６．

［１３］　詹姆斯·Ｃ．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

叛与生存［Ｍ］．程立显，刘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３：７３－９６．

［１４］　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

典论题［Ｊ］．读书，２００２（５）：１０４－１１０．

［１５］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Ｍ］．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０：７３．

［１６］　吴飞．论“过日子”［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６）：６６－８５．

［１７］　列宁．列宁全集：第４卷１９８９－１９０１年［Ｍ］．中共中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８１．

［１８］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Ｍ］．萧正洪，译．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８９－２０７．

［１９］　释然．文化与乡村社会变迁［Ｊ］．读书，１９９６（６）：５４－５９．

［２０］　雷勇．“深描”的指向与路径———以格尔茨《文化的解

释》为中心［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６）：８０－８４．

［２１］　桂华．“没有资本主义化”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Ｊ］．战

略与管理，２０１３（６）：８－３６．

［２２］　李红涛，付少平．“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

述与新的解释［Ｊ］．社科纵横，２００８（５）：３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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